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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 . ——毛泽东  

谁是妇女？  

看上去有些怪异，但这个困惑确实源于日常生活：三八妇女节到底是谁的节日，

校园里的女生属于“妇女”吗？从官方的界定来看，当然属于；但是从日常语言的理解

来看，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接受这样的群体界定 。对大多数人来说，“妇

女”意味着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它其实是一个受

女人鄙视被社会掷荒了的词语——仅适用于街道和农村里没有职业因此无从找到“性别 

—职业” 代称的女人（李小江，1998）。  

 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言符号运用上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尴尬？福柯不断提

醒我们，词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符号，而且可以是“话语”——一组按照一定的顺

序安排组织起来的符号，这种安排赋予这些符号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态（福柯， 

1999）。那么，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提问：“妇女”作为一个话语符号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是否产生权力，这种权力如何进行生产性实践 。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妇女”的使用和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事件”（刘

禾， 2002），考察其所拥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政治力量（黄兴涛，2002），试图说

明“妇女”，不同于与现代性话语紧密相联的“女性”，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革命话

语紧密相连的概念，发挥着革命动员的作用。在“妇女”与“女性”两种身份中痛苦游

走，牵涉到中国女性群体如何选择生命体验的问题。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

的认识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政治困境：面临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

性别角色。  

一、“妇女”：作为语言符号  

作为一个固定的词，“妇女”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只有单音节

的“妇”和“女”，而它们都是与家庭紧密相连的概念，与英文中强调群体性别特征

的“ Women”或者“female”大为不同。而事实上，在西方性别模式进入中国之前，汉

语内也不存在任何有关女性 群体的词汇 。“妇女”作为指待女性群体的词汇出现是在

晚清。1898年康有为发表《请禁妇女裹足折》，随后很多关于禁缠足兴女学的文献也使

用“妇女”一词，但当时人们同时采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表征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 ，

总的来说，“妇女”一词出现的频率也并不高 。  

五四时期，一方面通过翻译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女性”作为单独的词

汇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视野，并成为新“文学” 的一个重要主题。另一方面，“妇

女”却在另一个潮流——思想启蒙中被重新发现，并频频登场：五四运动前后出台的女

性专刊纷纷以“妇女”为题，如《新妇女》、《妇女杂志》、《妇女画报》、《妇女评

论》等。《妇女杂志》中《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中更是直接将“妇女”与国民解放联系

在一起， “我们觉得中国现在的妇女问题，不是少数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关乎全国民

的大问题”。  

如果说“女性”的使用和传播与 “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时兴起有

关，“妇女”真正成为一个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符号”则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密切联

系。 1921年12月，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份女性刊物被定名为《妇女声》，宣

布“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而王会悟在《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中说

到，“无产的妇女若不是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和奴隶制度开战，即是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

时候，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 。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



决议》，从此 “妇女”在正式文件中成为指代全中国女性的必选词汇 ，在共产党的话

语系统中占据了政治上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  

二、“妇女”：作为话语  

那么，为什么会是“妇女”？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妇女”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形

象和意识形态模式？这些形象怎样释放政治力量？在一系列以“妇女”为题的研究当

中， Tani E.Barlow通过各种史料的梳理，敏锐地分辨出了共产党对于“妇女”一词的

偏爱，并成功地指出了“妇女”所承载的革命动员意涵（Barlow, 1994）。但是，这仅

仅是一个精彩的开头。至于这种关系何以建构，话语所蕴含的动员力量如何释放，这些

关键性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  

1920年李汉俊、李达翻译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次将马克思理论体系

中关于女性的部分以“妇女”指称，之后几乎所有马克思著作的翻译都遵循了这一原

则。通过翻译，“妇女”与“无产阶级”、“劳工”、“劳动”等革命新名词联系在一

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表征的是一个国际性的受压迫群体，以“劳

动”为特征，与“无产阶级”处于同一阵营之内，并与资产阶级针锋相对。正如Barlow

所着力论述的，在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话语系统中，“妇女”基本等同于“女工”，“妇

女解放”因此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通过“妇女”一词的反复使用，这种关联被不

断复制，并传递着这样的信念：要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并不是烫头发进学堂爱情解放

婚姻自由那么简单，而必须与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之后，“妇女”的意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

面，“妇女”在马克思主义符号谱系中的位置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妇女”与中国传

统话语的联系被重新挖掘出来。 Barlow说得对，“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

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它暗含着社会主义这个光明的未来（Barlow,1994）。但她忽

略了“妇女”同样是一个隐含过去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妇”“女”与中国传统的家庭

关系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因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妇女”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过去

与未来，或者说，连接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的词汇。在被共产党采纳并不断使用的过程

中，它是与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妇”与“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联系在一起的，

也牵连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再生产（生殖）等基本理论的想象，它既能

包容过去的苦痛，也可以给这个群体以国际性的参照，并允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正是通

过对“妇女”的使用和人们对“妇女”的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历

史事实相结合在宣传实践上成为可能，有助于实现并完成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阶级动员 

。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一阶段的“妇女”还可以被分解为三种具体的形象。  

“妇女”是劳动者。这个形象既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者，但也

可以是中国传统勤劳能干的女性形象 -——“贤妻”的延续。 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

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 》特别强调，“妇女”必须参加劳动：慰劳

红军 (做草鞋套鞋募集红军必须组织慰劳队)，帮助红军(组织洗衣队，看护伤病兵)。

这些任务与其说是创造生产力的生产，不如说是“贤妻贤妇”的职责；而1943年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更明确强调：“广

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

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

理家……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

产计划结合起来”。这样的劳动分工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

翻版，只不过用更广阔意义上的“国家”替代了“家庭”而已。  

“妇女”是通过婚姻实现治理的媒介 。通过各种《婚姻条例》和《婚姻法令》，

革命重新分配女人的身体，并完成对男人的革命动员。在这里，“妇女”话语内蕴含的

传统意涵再次发挥了证成合法性的功能，毕竟“妇女”也是“女”，是待嫁的女人，

而“在传统中，女人正是作为身体在场的，因为这个身体可以协助男人及其家族生育和

生存”。虽然在各种婚姻法令当中，“妇女”是作为婚姻自由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受益

者而存在，但是当革命的婚姻法将妇女放在一个凸现的位置上，妇女却不是作为主体存

在的。买卖婚姻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妇女仍然像以往一样被看作男权主义的附属物，

是“女”，唯一的变化只是“价钱便宜了而已”。在每次革命论功行赏之日，女人的身

体就会和土地一样被重新加以分配，总的流向是从富人家拖到穷人家 （朱晓东，

2001）。  

“妇女”是革命的合作者。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提法，其实正意味着妇女

并非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而只是继续充当中国传统的“背后的女人”。如果和提倡民族



大义等宣传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妇女”被鼓励扮演“岳母”的角色。正是通过她们

在家庭内的行动，革命权力进入家庭，完成对最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 1932年《 中共

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 》就曾提到，“广大劳动妇女必须

有深刻的认识，而热烈起来宣传发动和鼓动他们的儿子丈夫及兄弟去当红军才能收到更

大的效果，若是这些劳动妇女不起来积极的参加各种工作，则工作的进行上要发生许多

阻碍”；而在苏区广泛传唱的《十送红军》，更是将各种女性的情感——亲情和爱情与

革命热情直接对立起来，通过“妇女”的自我压抑，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在

情感与政治（落后与进步）之间游移，并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进步）的“妇女”形

象。  

无论是劳动者，治理的媒介，还是革命的合作者，这些形象的确立与“妇女”本

身所蕴含的话语力量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关联，使得这些形象

本身具有了强烈的革命合法性；同时也是因为“妇女”与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让这

些形象能够在乡村的传统生活实践中找到真实的依托，并且迅速转化为对形象背后行为

模式的联想。当“妇女”本身所蕴含的双重意涵在广泛的使用和传播中得到不断复制的

同时，社会主义与传统生活之间的钩联也在人们的想象中渐渐清晰，成为日常生活中的

一般思想，塑造人们的行为预期和模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妇

女”这个问题上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农村地区的动员能

力，并大大减少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进行思想和社会改造的成本和风险。  

三、“妇女”：作为话语事件  

无论是 Barlow还是朱晓东，虽然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革命动员对“妇女”话语

的利用，但同时也将“妇女”置入纯粹客体的位置，似乎话语本身仅仅作为一个政治动

员工具存在。但是正如刘禾所强调，话语并不仅仅是等待诠释的符号，它本身就构成了

德曼意义上的“事件” ，因此在话语的“效果史” 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它自身所具有的

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刘禾，2002）。那么，作为具有独立性和自主实践能力的话语

事件，“妇女”的力量在何处呢？  

从效果上来看，革命的确在使用 “妇女”，利用它来动员妇女为革命和解放而奋

斗献身。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日常的家庭劳动通过“妇女”的政治意义与整个革

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农村的女性们意识到虽然“不可能独身”，但是却可以自

由选择从某一个穷人被“分配”到另一个穷人那里的时候，当她们开始自觉地压抑自己

的情感送走家人，去实现一个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宏大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她们其

实已经感受到了另一种身份的认同。这些农村的女性，正是因为接受了“话语”中所附

着的意涵，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妇”“女”或者“母”，而开始萌发某种群体的意

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正是混杂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妇女”作为一种话语

的使用和传播，在中国的某些农村地区完成了在城市里已经发生的性别认同 ，完成了

精英意识向一般思想的传播与变迁。从此以后，中国女性，无论身处城市与乡村，才可

能在意识上结成一个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在“妇女”的话语中，只是作为一种被剥离

主观性别感受和性别需求的身体或者身份出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意味着中国女性

的另一种认同方式，一种抛弃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认同，而寻求融入更广阔群体的可能

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与革命话语的共谋（而不仅仅是革命话语本身），才使得妇女的解

放从根基上被拖入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男性化政治语境里。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我们

才能更真切的体会到福柯所谓“话语”的力量，一种同时关注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分

析概念 。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话语对行动者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就是被动的。如何展

现话语事件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丁玲的写作，揭示同时作为知识女性和革命者

的丁玲在“妇女”与“女性”之间挣扎的困境，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身为五四女性作家的代表者，丁玲早期的作品具有极其鲜明的“女性文学”的特

点：开始采用西方的男 /女二元模式思考，超越家庭挖掘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于男性的群

体存在的意义：与“妇”或“女”不同，“女性”存在的基础不再是与家的关联，而是

自身情爱的欲望与冲动 。她笔下著名的莎菲女士就从不关心政治，并且 除了“我”，

她什么也不关心。丁玲的小说大多 毫不涉及时代，仅仅让叙事者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

讲述一个女人的体验，而日记体的写作也使得女性主体凸现出来，“她们在自己随心所

欲、不合规范的存在状况中时常发现的是，在直面世界的同时，她们也必须遭遇自

身”（梅贻慈， 1990）。  

但同时，由于生存心理、话语姿态上与社会现实的疏离，五四知识女性普遍遭遇

的矛盾心理同样困扰着丁玲。跟娜拉一样，刚刚找到自主性的“莎菲”也需要方



向：“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通过回到问题小说的范畴，1928年

以后的丁玲开始 致力于挖掘新生活的社会目的，但由于她无法放弃“女性”的视角，

主角仍然是自我的“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的”“莎菲”，所以她的努力常常失

败。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经说，她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堕落，要么

回来。这个论断似乎也适用于丁玲的困境， 但是丁玲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她选择

了放弃“女性”身份，进入另一个话语系统。  

1931年夏，丁玲写了一篇题为《某夜》的短篇小说。没有“女性”，也没有情

爱。小说写道，一群热血的青年，在临死之前交换着信任和爱的目光，唱着永远也没有

机会唱完的《国际歌》。1936年10月，丁玲逃往延安。1937年末，她被任命为西北战地

服务团团长，带领30多位艺术家和作家在山西和陕西一带为军队和当地农民演出，此期

间她写作了一些表现抗日主题的剧本。这段时间，丁玲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女性”的

立场，投入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生活之中。从她的写作来看，一方面，“妇女”一词出现

频率极高，另一方面，这些冠以“妇女”之名的角色也的确符合“妇女”所承载的革命

形象：拒绝“女性”的自我意识，在革命集体中体验个体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或许可

以从她1939年写的一篇故事中出现的两位革命妇女之间的简短对话中看出来：  

[刘素说]“因为你是那么愉快，使人摸不清，薇底，一切生活的困恼，似乎从没

有影响到你似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养成这一种心情的？”  

“你以为我都是这样的吗？我以前忧愁得很呢，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自从来到

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

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存在。我还能不快乐么？……”  

但是， 1940年以后丁玲的写作却开始出现变化 。在1940年和1941年间写的一组

四篇新小说中，丁玲突然开始深入探讨她在令人振奋的延安共产主义代表后面看到的苛

刻、虚伪和幻灭问题。散文《不算情书》（1993）里，那个自称“德娃利斯”的女性所

表达的井喷式的爱情，证明这位作家的女性意识是难以压抑的，至少也有失控的时候。

到了40年代初，丁玲的女性意识在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冲出了自制的闸门，并表现为

一种女权主义的愤懑：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里的贞贞被日寇掳去做随

军妓女，却能在大不幸中多次为八路军送出情报。后来掏出魔掌回到村里，愚昧、冷漠

的村民对她报以鄙视和厌弃。  

更为关键的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尽管事先已

经要求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

用等方面。丁玲却写道，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

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

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

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

更不冤枉” 。  

丁玲终于在革命之外提出了“妇女”问题，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

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她 主张看到女人自己的“痛苦”和“血泪

史”。这已经超出了“妇女”的范畴，实际上是在重提所谓的“女性”问题，并将矛头

直指中共的领导阶层和意识形态，认为女性的苦痛无人理会，甚至在革命话语下被贬斥

为“自作孽，活该”。  

在“妇女同志”身份掩护下的丁玲提出了“女性”的宣言，结果是，两个月以

后，据传毛取消了与丁玲等人合影的计划。 4月，丁玲被撤销了编辑职务；5月2日，毛

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端正态度，面对党和读者。  

6月11日，面对一系列的激烈反应，丁玲让步了。她承认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

所提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尽管她的文章是“血与泪的倾诉”，但她的

态度代表的是一种延安落后的女权思想，在延安，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必须超越性别

之间的差异。但是6月底，希望做回“女性”的丁玲还是被放逐，她奉命离开延安，到

乡下去向农民“学习” 。  

1948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部没有女主角没有爱情的小说，苦

痛不再是女性所拥有的特殊经验，而只是附着于旧制度之上的国难家仇。程仁最终选择

了人民的利益和不辜负党的期望，而关于他与黑妮的爱情，“他已不再为那些无形中捆

绑着他的绳索而苦恼了，他也抖动双肩，轻松的回到了房里”。这部小说使得丁玲本人

重新得到认可，并在党内获得比较显赫的地位，并成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于1948年底参

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妇女民主联盟大会。  



从此之后，丁玲再一次放弃了对“女性”自我的探索，选择了“妇女”叙事，选

择在 “革命”紧密相连的话语系统中写作，这一时期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勤劳、谦

逊、听从党的召唤，并准备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运用到动员农民抗战以及成为党的未来

成员上面；或者说，“妇女”及其形象已经获得的力量逼迫她不得不成为“妇女”的一

员，就像 1944年丁玲从乡下返回延安，外国记者看到的照片上，丁玲在她居住窑洞外

面的小片空地上种菜，并且自己动手纺棉纱，她看上去充满热情而且发自内心的愉快轻

松。  

但是，早在未完稿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中，丁玲的莎菲女士就曾经说

过：“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的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

下午，很想找一点牡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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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尴尬是如此明显的存在，以至于很多高校里发展出了所谓的“女生节”，定

在三月七日，来避免给女生们带来不快的感觉。  

关于话语分析的主题，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第 2 章，谢强，马月译，三

联书店， 1999 年版。  

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远离传统的语境中，所以这里已经不可能使用一个非常纯

粹的本土概念。虽然每一种非本土的称谓背后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它特有的语境和意识形

态背景，但是考虑到语境和背景的特殊程度，本文还是选取“女性”作为“ Women 

”的一般对应词，并展开论述。这种选取是经过考虑的，但当然这种选取也表达了作者

本人的价值倾向。  

 女性只有作为个体，或者是家庭某一成员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并不存在被作为

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被提及的可能性。例证可以参见陈宏谋的《教女遗规》中关

于“妇”、“女”“贤妻”、“贤母”的界定，载于《四库提要》。  

从杂志来看，从 1898 年的《女学报》开始，陆续出现了《女报》，《女子世

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等，基本采用“女”或“女

界”，直到 1911 年才出现了以“妇女”为题的《妇女时报》，其它的称谓还包括“妇

人”（如《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

权”），“女子”（如《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宗旨节：“以增进女子之智、

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之心为宗旨”），“钗裙”（如《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士

绍徽书》：“恭敬合掌，为二万万裙钗礼谢”）……  

 见臧健，董乃强编 《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96 年版。  

按照 Larson 的研究，“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外来词，当它从中国传统

的“文”演变成与西方接轨的“文学”之时，它变成了传达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或者说现代性主题的重要领域，但是尽管如此，“文”最根本的功能“载道”却被保留

下来。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或者“女性”可能非常重要。关

于这一点，参见 Wendy Larson ：《 The end of “Funu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 to 1935 》 , in 《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 

Tani E. Barlow, editor,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见《妇女声》 1922 年 6 月 20 日，第 10 期。  

与此相比较， 1921 年的中共一大未明确涉及女性问题，而在 1921 年 11 月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女子”和“妇女”仍然是掺杂使用的。二大之后的文

件中，只有 1924 年 6 月 24 日的《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中

综合使用了“女子”和“妇女”，但是前者指涉民国之前即所谓的传统女性，后者指追

求革命和解放的现代女性，使用界限非常明显。参见《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

运动的报告》。而即便国共合作时期需要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作出区

分，“三大”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仍只使用“妇女”一词，只是附加指出，不要

轻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认为“在中国社会状况

中，一般的妇女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引用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

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虽然在今天使用“妇女”往往会造成日常生活中的尴尬，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在有

关政治的场合中以“女性”或者社会上更为流行的“女人”来全面取代“妇女”，比

如“中华全国女人联合会”或者“女性解放”等等。  

向警予在 20 年代的一系列评论中就曾经将“女性”归为资产阶级的范畴，指出

要与这种女性形象决裂，投身真正的解放事业。转引自 Tani E. Barlow: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u: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al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党的另一种自我技术“忆苦思甜”的逻辑非常类似，只不

过后者采取了一种集体回忆的形式，而“妇女”则通过其话语力量实现了这种群体记忆

的虚拟。关于忆苦思甜和相应的技术，可以参加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

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新史学》，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  

感谢朱晓东的《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提醒我注意“妇女”这一形象的存在，与

传统的研究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妇女”作为“性”的主体与革命的关系。  



一个例证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实施不久，毛泽东在《兴国调

查》中记道：“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  

一般思想是葛兆光提出的概念，强调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

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

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

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

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对话语实践的分

析可以离开纯粹文艺批评的维度，进入社会史分析的范畴。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导论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德曼是在讨论本雅明论翻译时使用“事件”这个词的：“当路德翻译圣经时，某

些事发生了——在那一时刻，某些事发生了，并不是说从那以后发生了宗教战争，然后

历史的进程被改变了，这些都不过是副产品。真正发生的是翻译。”在这里德曼强调的

正是“话语”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实践能力。见德曼：《对理性的抵抗》， P104 ，

转引自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

1937 》。  

即：谁使用 / 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又为了什么？强调的是文本作为

一种社会事实，可以为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加以使用。见刘禾：《跨语际实

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导论部分，宋伟杰

等译，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城市中的性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五四以后的流行文化实现的，“女性”一

词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具体论述可见 Wendy Larson: The end of “Funu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 to 1935 。  

权力技术是指，这种技术决定了个人的行为，使他们受制于某种目的或支配。而

自我技术是指，这种技术使个人借助自身或在他人的帮助下，针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灵

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进行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我，使自身达到某种幸福、纯

洁、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状态。见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李猛校。  

主要脉络参考了张衍芸：《春花秋叶 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见丁玲文集第 4 卷 p111-112 ，转引自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

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至于原因，丁玲自己在 80 年代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并没有提及。史景迁猜

测是因为她看到了瞿秋白临死之前悲观的遗书之后，开始对革命和自我进行反思的结

果。关于这一说法，见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 4 卷， p390-391  

以上史实部分，引自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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